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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past to the individual. 
Early research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eory and produced proces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Recently, measurements, behavior intention and self-worth protection function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counterfactual emotion are also gradually taken seriously.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plenty of foreign and inland new researches of the concept, the categories, measurements, func-
tions and correlational studies. As a new measurement method, counterfactual potenc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full 
of expectation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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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对过去发生了的事情进行替换的一种心理模拟过程。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反事实思维

的理论探讨和产生过程等方面，近年来，反事实思维的测量、行为意向和自我价值保护功能以及反事实

情绪等也逐渐受到重视。文章通过整合国内外研究者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反事实思维的定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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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功能以及相关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反事实效力作为一种新的测量方法，推动了反事实思维的

发展，同时对反事实思维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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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反事实思维是对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评价和决策后产生的一种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
它通常是以条件句的形式进行表征，例如：如果我不那么懦弱(前提)，那么我就不会错过这段感情了(结
论)。个体产生反事实思维，是为了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帮助个体归纳总结过往经历，从

而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Byrne 认为反事实思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如果没有反事实思维，人们只能思考

现实的问题，不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不会拥有理想和希望，不会产生焦虑和担忧感，也不会体验内疚

和后悔等情绪(Byrne & Tasso, 1999)。反事实思维是人类意识的重要内容，在高级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它是个体在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切换的重要媒介，有关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早期大多是探讨反事实

思维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等，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反事实思维也越来越受到各个领

域的学者重视，既有利用脑认知神经技术去研究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也有从元认知框架去扩展反事实思

维测量方式的研究，既有关注反事实思维功能的实证探讨，也有关于病理群体的反事实思维应用。本研

究拟就反事实思维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概述。 

2. 反事实思维的定义及分类 

2.1. 定义 

反事实的汉语字面意思就是与事实相反，是个体对过去发生了的事情进行替换的一种心理模拟过程。

汉语中，与反事实思维字面意思相近的有虚拟思维、假设思维。自 Kahneman 等人于 1982 年提出至今 
(Kahneman &Tversky, 1982)，国内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张结海、朱正才将其译为“假设思维”，

是指对过去状态的一种假设，并直接将其与后悔情绪联系起来(张结海，朱正才，2003)。蒋勇则将其翻译

成“虚拟思维”，其从“if……then”的虚拟条件句直译而来；他认为这种主要以虚拟语气表征的思维是

虚拟思维(蒋勇，2004)。而陈俊等认为将其译为“反事实思维”更贴切、更符合其科学含义，他结合“prefactual”
与“counterfactual”的对应关系，对虚拟条件句进行了拆解，认为虚拟思维或假设思维应该包含两部分，

即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想象替换(counterfactual thinking)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进行想象替换(prefactual 
thinking) (陈俊，贺晓玲，张积家，2007)。本研究采用陈俊等提出的反事实思维概念，认为虽然反事实思

维和假设、虚拟思维都可以采用虚拟条件句进行表征，但反事实思维的内容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相反，

它是以现实为基础，强调前提和结论的内在联系，目的是为了预测、推理、进行因果归因，它可以帮助

人们明确目的、改善行为、缓解情绪。而假设思维和虚拟思维则泛指所有与实际不相符的思维，不强求

前提和结论之间需要满足何种条件，更多的是含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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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类 

根据反事实思维的结构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 
根据命题前提的性质可以分为 3 种类型：1) 加法式(additive)：在前提条件中添加事实上并未发生的

事件或未采取行动的事件。例如，在虚拟命题“要是当时能好好学习，就不会考不上大学了”中，“好

好学习”是事实没有发生的，在反思时添加上去的；2) 减法式(subtractive)：在前提条件中删除某些已有

的事件，然后重新进行建构。例如，“如果晚上不打游戏的话，我们早上就不会迟到了”；3) 替代式

(substitutional)：这类比较少，是指直接用另一种前提去替代原来的前提。例如，“如果平时好好锻炼而

不是打游戏的话，我的身体也不至于这么糟”。 
根据反事实思维的方向可以分为：1) 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是指个体对已发生的

事件不满意，想象其要是满足其他条件，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情况。例如，“要是我不那么粗心，

那我肯定不会被骂”；2) 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是指个体总是会想象一个比现实更

糟糕的情境。例如，“要不是考试前还看了点书，我肯定就及不了格”。 
根据反事实思维内容可以分为：1) 自我聚焦(self-focused)：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源自个体的自我

层面，即个体长期的、稳定的人格和能力等方面，如“如果我不那么胆小，就不至于一事无成了”；2) 行
为聚焦(behavior-focused)：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关注的是个体的行为，即个体在某件事情中做或未做的

行为，如“要是当初我能帮他把钱还了，或许他不会这么伤心”；3) 环境聚焦(situation-focused)：环境

聚焦的反事实思维将关注的对象指向他人或无法控制的外在情景因素(天气、运气等)，如“要是那天不下

雨，我就能赶上火车了”。 

3. 反事实思维的测量 

3.1. 反事实列表(Counterfactual List) 

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带有反思性认知特点的心理活动，其测量往往很难客观统计，自 Kahneman 首

次提出以来，大部分反事实思维的研究都沿用或改编其创造的情景故事脚本来诱发反事实思维的产生，

并以反事实思维列表的方式来计算反事实思维产生的数量，以此评估个体反事实思维能力和类型特点。

下面以一则改编自 Kahneman 的情境故事为例：小明偶然得知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将于本月在他所

在的城市开演唱会，并于明天开始售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去买票，谁知道第二天他睡过头了，一觉

醒来已经快十点，小明想着这才刚开始售票，人应该不会很多，因此也没有着急，打算吃过午饭才去售

票点买票，此时，小明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告诉小明，售票点排队的人特别多，要他赶紧过来不然就

可能没票了。小明这才急忙收拾出门，来到车站，车刚好到站，到了售票点排队的人很多，等排到小明

时，售票员告诉小明，座位较好的那几排票刚好到前面那个人卖完了，只剩下离舞台较远的票了。过后，

小明常常想：“要是……就可以买到前排的票了！”或者“幸亏……不然连票都没了”。要求被试尽可

能多完成类似的反事实思维条件句。之后，有研究者提出诱发产生的反事实思维并不能完全测出个体的

反事实思维水平，应增加自发反事实思维的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要求个体从自己经历的事件中进行

反事实思维，统计反事实思维数量，同时为了排除病理思维，增加了对思维合理性的测量，依据个体给

出的反事实思维条件句中的前提，评定个体是否可能做到或前提是否可以影响结果的程度进行合理性评

分：“0”代表个体不可能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其填写的前提根本不可能影响结果；“1”代表个体

有可能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前提有可能影响结果；“2”代表被试肯定可以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

前提条件可以影响结果。评分为“1”或“2”的反事实思维是合理的(Teigen & Jensen, 2011；魏娟娟，冯

正直，刘庆英，黄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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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反事实效力(Counterfactual Potency, CP) 

目前，反事实思维领域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普遍通过反事实思维列表的形式呈现，并没有对反事

实思维有效力进行综合的解释，虽然这种列表对提取信息，解释结果和作为预测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其统计方法的概念是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粗糙，而且它缺乏清晰的定量分析和精确的预测

价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Petrocelli 等提出一种简单的概念化框架去定义反事实效力，同时其有助于更

深入的理解反事实思维背后的加工过程(Petrocelli, Percy, Sherman, & Tormala, 2011)。这种概念整合下的

反事实效力主要包括两部分：反事实条件句中知觉到的前提可能性(“if likelihood” or IL)和在给定的前提

条件中，知觉到的结果可能性(“then likelihood” or TL)。这两部分之间的交互效应即为反事实效力

(counterfactual potency, CP)。 
IL 和 TL 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元认知结构，它们反映了判断和思考自己反事实思维的能力。在大量关

于元认知的文献中，与反事实效力(CP)框架联系紧密的是思维可靠性(thought confidence) (Briñol & Petty, 
2009)。思维可靠性在说服和阻抗过程中非常重要，它可以调节思维对态度的影响。尽管反事实效力(CP)
与思维可靠性的结构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属于衡量个体思维可靠性的一种元认知结构。CP 的测量主

要通过被试提供的条件句中自己对前提和结论的所做的可靠性评价，评价采用 1~9 级评分，从一点都不

可能到非常可能。例如：IL 的测量主要是让个体从自己提供的条件句的前提中，主观知觉自己对前提实

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得出 IL 的等级评分，TL 同理；因此，Petrocelli 等提出反事实效力(CP)的公式为：

CP = IL * TL。即只有前提和结果可能性都高时，反事实思维对情绪和决策才会有更强的影响。换言之，

如果前提和结果中只有某一个得分高时，那么这类反事实思维效力也很弱，例如在经历飞机失事事件后，

如果出现“要是能遇到外星人帮忙，也许飞机就不会失事了”的反事实思维，那么这对情绪和决策没有

任何效力(Petrocelli, Percy, Sherman, & Tormala, 2011)。 
综上所述，相比传统的只通过反事实思维数量的方式去解释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大小，反事实效力(CP)

的提出无疑促进了反事实思维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反面：一、方法学上的进步，它采用定量的方

式计算反事实效力(CP)的大小，可以非常直观地从数据对反事实思维进行评价，同时也能促进同类研究

之间的比较；二、理论上的进步，它采用可能性判断替代因果判断去解释和综合大量的反事实思维现象，

进一步发展了 Spellman 等关于人们如何通过可能性去估计决策行为的方法。 

4. 反事实思维的功能 

Roese 把反事实思维的功能分为准备功能和情绪功能两个方面(Roese, 1997)。Smallman 和 Roese 运用

实验考查了行为意向功能，之后 McCrea 提出反事实思维的自我价值保护功能(Smallman & Roese, 2009; 
McCrea, 2008)。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准备功能实为行为意向功能的基础，故将反事实思维功能归

纳为情绪功能、行为意向功能和自我价值保护功能。 

4.1. 情绪功能 

个体经历了不满意的事件后，常常随之而来的是不好的情绪体验；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人们为了缓

解这种负性情绪体验，往往会让自己想象一些可能的情况使自己感觉更舒服，这就是反事实思维的情绪

功能，它通过比较效应来实现对现实的替换。后悔与庆幸是伴随反事实思维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情绪体验，

称为反事实情绪(童薇，阳泽，2014)。例如，小明平时没有好好学习，以致于期末考试没考好。尽管当时

很难受，但他常常会想“至少我没有挂科……”，想象一个比现实更糟糕的情况让自己不那么难受。Johnson
和 Sherman 对奥运会上亚军和季军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发现，亚军对成绩的满意度明显要低于季军，亚

军常常处于“差一点就拿到金牌了”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中，而季军则更多地会产生“差一点就拿不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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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下行反事实思维(Johnson & Sherman, 1990)。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它提示我们，个体的满意度不

仅会受到表现好坏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反事实思维方向的影响。当然，个体体验的情绪除了与事件本

身有关，还与个体的态度和人格有关，如自尊、对未来的关注程度等都对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有一定

影响(陈秀兰，2010；Kray, George, Liljenquist, Galinsky, Tetlock, & Roese, 2016)。 

4.2. 行为意向功能 

就反事实思维的行为意向功能而言，大部分研究都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容易诱发更强的动机去提

高自己未来行为的成功，这也就说明上行反事实思维往往服务于个体的准备功能，同时上行反事实思维

又容易产生不满意、失望等消极情绪，为了消除这种消极情绪，个体通常会有强烈的动机提高自己的行

为表现(Smallman & Mcculloch, 2012; Petrocelli, John, Seta, Catherine, Seta, John, & Prince, 2012; Smallman, 
2013)。因此反事实思维可以在情绪功能和行为意向功能上维持平衡。Smallman 和 Roese 认为反事实思维

影响行为主要包括内容中性(content-neutral)与内容特定(content-specific)通路(Smallman & Roese, 2009)。
内容中性通路是反事实思维激活信息处理的通用方式，这是一种间接影响。同化效应、对比效应、心态、

动机等都会通过它引发行为的改变，因为这些因素与反事实思维中的原始特定信息是相互独立的；内容

特定通路是指反事实思维中的某些特定信息会直接引发行为的改变(杨青，陈姣艳，2012)。Epstude与Roese
认为当两条通路互为有益时，反事实思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最强(Epstude & Roese, 2016)。 

4.3. 自我价值保护功能 

大量研究显示上行反事实思维和下行反事实思维所产生的结果是对立的，但反思评价模型(The Ref-
lection Evaluation Model)认为个体关注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选择(即模型中的反思)比实际获得的结果(模
型中的评价)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上行反事实思维)和更强的提高行为表现的动力(下行反事实思

维)。幻想更好的结果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但同时也会降低提高行为表现的努力，这似乎与之前结论

不一样，Bacon 等探讨了幻想倾向(Fantasy proneness)与反事实思维之间的关系，发现具备幻想倾向特质

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但却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行为改变动机(Oettingen & Kappes, 2009; 
Bacon, Walsh, & Martin, 2013)。因此，McCrea 提出反事实思维的自我价值保护功能，他认为如果个体受

成就动机驱使，那么出现上行反事实思维会导致个体体验到失望和自我愤怒，因为一个好的结果本应获

得却没有获得。这种情绪会激发个体努力提高自己未来的表现(McCrea, 2008)。这个效果在反事实思维的

研究中被大量证实。然而，如果个体受自我保护动机驱使，那么相同的思维通常认为不好的的表现是由

于缺乏努力而不是能力或者天赋的缺乏。因此，个体可能在失败后延续自己同样的思维方式去保护自己

的自尊(服务其情绪功能)，但这样会损伤自我提升动机。自我设限(Self-Handicapping)是个体用来保护自

我价值的策略。自我设限是个体预期事情可能会失败时，就故意在其前进的道路上找寻、声称或创造某

种看起来有说服性的障碍。McCrea 发现自我设限情境中，会出现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维持

自尊，同时会降低对随后行为表现中的准备。 

5. 反事实思维的相关研究 

5.1. 反事实思维与反事实情绪 

5.1.1. 后悔 
后悔是由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

的影响。因此，后悔具有反思性认知的特点，后悔不同于对非预期消极结果的失望，而是涉及个体在决

策中对责任的思考，这种责任更多的是与自我相关的，或者说，它由“如果我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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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会更好”的与自我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所驱动(Coricelli & Rustichini, 2010)。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亦

表明，理解反事实思维是幼儿理解后悔情绪的先决条件。解释后悔最经典理论为标准理论(Norm theory)，
其认为偏离了标准产生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容易产生后悔情绪；其后，Roese 和 Summerville 提出了解释

后悔的机会理论(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点认为个体通常知觉到存在有机会弥补的时候最容易产

生不满意和失望，因此机会引发了后悔(Roese & Summerville, 2005)。这个理论似乎与实际经验有些出入，

于是，Beike, Markman 和 Karadogan 相对地提出一个失去机会理论(Lost 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

点认为后悔不是由机会产生的，恰恰相反，后悔是因为失去未来的机会才产生的(Beike, Markman, & 
Karadogan, 2009)。继之，张结海和邓赐平通过对比中美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后悔内容的差异发现，机会并

非是解释后悔内容的唯一变量，并提出可以解释后悔内容的新因素——重要性(张结海，邓赐平，2013)。
在具体的测量时，可直接询问如“该领域对你整体的生活影响有多大?”以及“该领域在你整个生活中的

重要性有多大?”等。Hur 等人比较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标准对韩美文化中被试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美

国被试而言，两类标准没有差异；但在韩国被试中，个体间标准的作用远远超过个体内标准(Hur, Roese, & 
Namkoong, 2010)。因此，对集体文化下的个体而言，个体间的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的差异对后悔标准

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张结海、Bonnefon 和邓赐平对比了中法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特点和后悔内容，发现中

国被试后悔主要受预期效用影响，而法国被试更多地由实现的“成本-收益”效用决定(张结海，

Jean-Francois, Bonnefon, 邓赐平，2011)。 

5.1.2. 内疚和羞耻 
作为人类高度社会化的负性自我道德情感体验，内疚和羞耻既是个体经历不良事件的产物，同时也

是影响个体对行为和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并影响其后续行为的重要因素(高学德，2013)。内疚是由于自己

的行为伤害了他人或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自责、懊悔的内心情感体验，同时有强烈的愿望去坦白、

道歉和修复自己的过错；而羞耻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引起的被揭露、自卑、无价值和

无地自容的情感体验，同时有隐藏、逃避、甚至是反击的行为倾向(Schmidt & Van, 2009)。内疚和羞耻是

两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自我道德情感，它们都是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负性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的产物，

是个体内心的道德法官。在众多认知评价成分中，反事实思维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高级认知过程，目前关

于反事实思维与羞耻、内疚的经典性研究主要见于 Nedenthal 等人所开展的工作(Niedenthal, Tangney, & 
Gavanski, 1994)。他们运用自我报告法和情境模拟法，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

发更多的羞耻感，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发更多的内疚感。而高雪德等人同样采用自我报告法探讨

自我聚焦和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与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关系，其结论与 Nedenthal 等人的并不一致，他的

研究发现羞耻组被试比内疚组被试更倾向于改变行为(高学德，周爱保，宿光平，2008)。 

5.2. 反事实思维与心理健康 

近年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对反事实思维进行考察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中有研究发现处

于慢性疾病困扰的女性中，由于躯体疾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之更易于产生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

这种反事实思维主要执行的是情绪功能，帮助个体缓解消极情绪；心理疾病患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

之更易于产生外控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主要是准备功能。Leithy 和 Brown 以受到袭击的幸存者为研究对

象，结果发现被试会长期处于反思某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难以自拔，反事实思维出现的频率与事件发生后

承受痛苦的时间紧密相关(El, Brown, & Robbins, 2006)。认知神经研究也发现眶额叶是反事实思维产生的

神经基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表明，很难诱发其反事实思维，提示其反事实思维

能力受到损伤。周路平和孔令明对抑郁个体的反事实思维特点进行研究发现，抑郁个体易于产生与自我

相关的反事实思维，与情境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显著少于正常群体(周路平，孔令明，2009)。魏娟娟等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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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着抑郁程度的增加，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合理性逐渐下降(魏娟娟，冯正直，刘庆英，黄赛，2009)。
Howlett 等的研究发现，抑郁和上行反事实思维呈中度正相关(Howlett & Paulus, 2013)。樊斌在大学生人

群中的研究发现，C 类人格障碍中焦虑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睡前反事实

思维得分和自发反事实思维各分类数量显著高于正常大学生(樊斌，2015)。睡前反事实思维已被证实是导

致失眠的关键因素，它是睡前进行的一系列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往往会诱发焦虑情绪(Schmidt & Van, 
2009)。C 类人格障碍是以焦虑特质为主的人格障碍类别，其个体往往会有较高的焦虑情绪，同时很难体

验到满足和愉悦的情绪，为了缓解焦虑情绪，个体往往会进行各种归因和解释，从而产生更多的可能性

假设或者是幻想，幻想是人格障碍个体惯常使用的不成熟防御机制(樊斌，2015)。朱平等人的研究发现，

老年人反事实思维的数量与其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相关，其反事实思维的合理性与其心理健康显著正相

关(朱平，杨莉萍，2014)。范丽恒等人的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

应显著，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反事实思维间接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范丽恒，王富洋，常文佼，2018)。
Blix 等人的研究发现，经历创伤应激后的幸存者报告的下行反事实比丧亲者多，而丧亲者报告的上行反

事实比幸存者多，反事实思维的生动性、报道的频率以及向上和向下的反事实思维，与创伤后应激有关

反应有关(Blix, Kanten, Birkeland, & Thoresen, 2018)。向上和向下的反设事实可能是有害的，而关于创伤

性事件的生动的反设事实可能对创伤后应激起到与创伤记忆类似的作用。 

5.3. 反事实思维与人格 

人格特质在反事实思维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直到其在大五人格模型中得到应用检验后才被广泛接受，

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开放性维度得分高的个体则倾向于产生下行反事

实思维。在积极情境中，外控型个体诱发出更多与他人相关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型个体则出现了更多

与自我相关的思维；在消极情境中，无论内、外控型个体都产生更多的与自我相关反事实思维(陈秀兰，

2010)。Roese 和 Olson 探讨了不同自我评价水平的被试反事实思维的差异，结果发现自我评价高的个体

能更好的利用下行反事实思维来关注积极结果。自我价值感高的个体无论是进行上行还是下行反事实思

维都会比自我价值感低的个体体验到更高的满意度(Roese & Olson, 1993)。Sanna, Turley 和 Meie 的研究表

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自尊水平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Sanna, Turley-Ames, & 
Meier, 1999)。在积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和低自尊的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都比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呈

现出一致性；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的个体仍然会有更多下行反事实思维，而低自尊的个体则相反。

樊斌在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发现，睡前反事实思维与外显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条件自尊和不

稳定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樊斌，2015)。耿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无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无

参照下行反事实思维；自我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他人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在生源

地、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耿杨，2018)。 

6. 未来研究展望 

自上世纪 80 年代 Kahneman 提出反事实思维概念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为

了解反事实思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高级认知心理过程，其是自发产生的

还是主要由认知因素影响的，目前仍不清楚。这可能与研究者对反事实思维的理解和采用的研究工具有

所差异有关。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尝试从以下视角进一步展开研究：首先是研究工具的确定，工

具是推广和发展研究的重要媒介，但目前有关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工具明显不足，仍然采用的是情景故事

法，这种方法的操作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验过程很难控制，使得研究结果很难统一，这也是当下

反事实思维研究比较混杂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在之后的研究中不断促进研究工具和测量方法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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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极大地促进反事实思维研究的深入开展；其次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反事实思维与其他认知过

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探讨，虽然已有部分研究正在进行，但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例如，如何控制这

些认知因素对反事实思维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是对反事实思维的应用推广，反事实思维主要以条件

句的形式存在，同时通过不同的方向能调节情绪和行为，这种认知调节是否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推广，从

而应用到病理群体中，值得研究者们尝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编号 13BSH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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